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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特困地区环境压力影响因素分析与预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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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连片特困地区在减贫脱贫进程中环境压力的变化,以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调整后的

IPAT和STIRPAT模型对贫困地区环境压力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预测至2020年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1)财富因素是影响环境压力的主要因素;而人均碳汇资源禀赋尽管在各个片区普遍发挥作用,但影响偏弱.2)技

术变化总体上是有利因素,但存在区域差异.在技术弹性系数显著的片区中,技术因素的系数值基本都要高于财富

因素,如果保持同等速度增长,技术的正向效应可以弥补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逆向效应.3)至2020年,连片特困地

区环境压力预计将普遍增大,单方面追求环境目标或减排目标均不利于贫困地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目

标.以减排目标为中心,适当调低经济发展目标,是较为可行的协调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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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是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一系列交叉学科长久以来

的研究重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类行为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影响,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在工

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生态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Grossman等学者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茨涅茨

曲线(EKC)”,论证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1].国内学者遵循这一研究思路,在多个时间纬度和

地理尺度进行了理论完善与实证研究[2-3].另外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压力的关系脱钩也成为研究的重点,
以判断环境压力的发展趋势[4-5].

贫困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受限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可以忽视;相反,连片特困地

区是生态脆弱与深度贫困叠加的典型表现.大别山等11个(因在致贫因素、经济发展状况、自然地理情况、
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等方面,西藏、新疆南疆三地州、4省藏区与其他11个片区存在明显差异,国家明确

将实施特殊扶贫政策,因此以上3个片区未包括在本文研究范围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共涉及19个省(市、
区)的505个县,区域面积143.3万km2,区域人口2.28亿人,其中乡村人口1.96亿,贫困发生率为

2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7个百分点,覆盖了全国70%以上的贫困人口(国家扶贫办数据).生态脆

弱意味着该区域环境承载力不足,难以承受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路径所带来的高环境压力.在生态脆弱的

贫困地带忽略生态成本而一味强调开发将陷入“人口贫困—资源开发—环境退化—加速开发—环境恶化—
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因而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也成为研究重点.朱立志等运用区

域经济学分析方法论证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对巩固减贫成果和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的制约,需要包容性措施

来化解生态改善与减贫目标的冲突[6].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课题组引入了“绿色贫困”的概念,
总结出绿色贫困“二元说”和“三元说”,提出了“绿色减贫”的新理念[7].县域案例和指标体系的研究也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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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点领域,孙凡等通过分析城乡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建设途径,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研究贫困

县的可持续发展问题[8].
在严峻的环境约束下,脱贫发展路径需要与当前的生态环境特性相匹配,破解“PPE”怪圈成为实现连

片特困地区减贫脱贫目标的关键.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贫困地区难以独善其身,有必要以碳排放和碳

平衡为中心,研究贫困地区环境压力的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习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在至2020年的

减贫脱贫攻坚期内,经济社会的赶超式发展可能导致环境压力的进一步增大,因而有必要对2020年这一重

要节点的环境压力进行预测,以便对环境压力的变化提前制定应对措施.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联性研究中,IPAT和STIRPAT模型得到了大量应用,以分析不同因素

对环境污染规模的影响作用[9-13].可通过对模型进行调整和修订,用于分析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
IPAT模型由美国著名人口学家Ehrlich等提出,将环境影响(I)分解成为包括人口(P)、富裕度(A)

和技术(T)3个因素的乘法原则恒等式[14].
I=P×A×T

  I表示环境压力或者环境载荷,通常用资源的消费量或者污染物的排出量代表,在低碳角度的研究中,
碳排放量也是一个常见的指标;

P 表示人口;

A 表示富裕度,为与其他经济指标保持一致性,通常选用人均GDP作为指标;

T 表示技术,根据恒等式形式,指标为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技术效率.
IPAT恒等式公式简单实用,在环境相关领域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并不断得到发展,一个最主要

的变化是改变了影响因素弹性不变的假设.在传统IPAT模型中,P,A,T 的弹性均被假设为1,即在其他因素

不变的情况下,某种因素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是等比例的,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不足.York等在IPAT 的基础

上,建立了STIRPAT(StochasticImpactsbyregressiononpopulation,affluenceandtechnology)模型[15].
I=aPbAcTde

  a 为常数项,e为误差项,b,c,d 分别为人口、财富、技术的弹性.
弹性假设的修订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不仅允许将各个弹性系数作为参数来进行估计,而且也允许

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适当的分解,从而能够定量分析各因素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差异.大量文献中要素分解

主要反映在技术维度,专利技术的申请量是一个常用的技术变量;在数据难以获取的情况下,部分文献以

第二产业产值作为技术变量;在少量文献中,技术变量由时间变量代替,假定技术水平随时间变化而提升.
另一个较为常见的处理是对财富变量的分解,为了考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将财富的二次项引入到模型中.经对数化处理后模型为

LnI=Lna+bLnP+c1LnA+c2(LnA)2+dLnT+e
  本文根据研究设定,对IPAT和STIRPAT模型进行了进一步调整.

第一,修订了环境压力的指标,引入了碳汇资源规模,将碳排放与碳汇资源规模的相对值作为环境影

响的指标;相较于单独将碳排放量作为环境影响变量,比值更符合环境压力和环境载荷的概念.同时,对于

连片特困地区而言,一方面森林覆盖率相对较高,区域内碳汇能力强,存在生态资源盈余现象;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有限,单方面强调减排也不符合贫困地区的发展实际.因而考虑碳排放和碳汇能力的

相对值更能够反映碳平衡状态,更有助于进行科学和可操作性的决策.

改进之后的IPAT模型为I=
P
N×

G
P×

C
G

“人口—环境—社会”分析范式与“PPE”怪圈对应,在调整后的模型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I 代表人类

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即环境压力,可视为“社会—环境”指标;P/N 代表人均资源禀赋,可视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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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环境”指标,G/P 代表人均财富,可视为“人口—社会”指标;3个子系统可共同组成了“人口—环境—
社会”系统.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C/G)虽然只是“人口—社会”子系统内部的状态变化,却对环境压力变化

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调和“人口—社会—环境”系统状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以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作为技术变量.技术变量的选择是STIRPAT模型分析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作为技术变量反映技术水平的变化.建立DEA生产率模型,输出变量为产业增加

值(期望产出)、能源消费碳排放(非期望产出),输入变量为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单位从业

人员和乡村从业人员)、土地(不同产业对应的土地利用面积);运用SBM-Malmquist方法计算连片特困地

区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考虑到不同部门的技术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分别计算了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

的TFP 变化率,共同纳入到模型估计中.修订后的模型为

LnI=Lna+bLnP
N

æ

è
ç

ö

ø
÷+c1LnA+c2(LnA)2+d1LnT1+d2LnT2+e

其中:N 为碳汇资源规模;T1 和T2 分别为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1.2 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了11个连片特困地区共505个县级单位的原始数据,经处理和计算后得到2000-2010年的

面板数据.
1.2.1 碳排放规模

县域尺度的碳排放计算是分析的难点,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统计资料更为稀缺.借鉴产业空间方

法[16],构建贫困地区“土地利用现状-能源消费-碳排放”之间的联系.综合考虑多年数据的可获得性和

跨区域数据的可比性,选用遥感解译数据分析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

中心.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地区能源平衡表.CO2 排放量根据IPPC推荐的

方法和相关系数计算[17].
1.2.2 碳汇资源规模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PrimaryProductivity,NPP)是指绿色植物在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所累积的

有机物量,表现为光合作用固定的有机碳中扣除本身呼吸消耗的部分,也称净第一性生产力[18].刘双娜等

研究发现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强度及空间分布格局与同期的NPP增长驱动存在显著的关联性,森林

植被的碳汇强度显著受到NPP的增长驱动影响[19].张艳芳等基于生态平衡视角,根据NPP估算规模和能

源消费碳排放计算了碳源/汇与生态盈余特征[20].吴文佳等计算了2001—2009年我国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

力、能源消费碳排放、碳足迹和碳赤字[21].NPP规模在本文中被定义为碳汇资源的代表性指标,用于环境

压力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分析.
朱文泉等对3大类NPP估算模型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在不同尺度和不同条件下,3种模型发挥着不一

样的作用[22].基于光能利用率模型的NPP估算数据更能够满足本文分析的需要.为尽量保证数据的一致

性,NPP数据同样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数据处理方式与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相同.
1.2.3 经济社会统计数据

包括用于IPAT,STIRPAT,DEA模型分析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投资等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此类数

据均为县域尺度,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相关统计资料.所有数据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等相关指数处理为以2000年为

基期的可比数据.

2 岭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模型中引入了人均产值的二次项,有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经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半

数以上的片区存在自变量VIF最大值大于10的情况,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不适合用最小二

乘法进行无偏估计.其余片区的子变量VIF最大值也超过5,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比性,对11个片区的

面板数据均采用了岭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岭回归估计是对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改进,通过放弃部分精确度来寻求效果稍差但更符合实际的回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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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能够改善多重共线性对模型估计的影响.本文利用STATA 软件的岭回归命令对模型进行了拟合(见表1).
表1 各片区岭回归拟合结果

片区
Ln(P/N)

系数 t值

LnA
系数 t值

LnT1

系数 t值

LnT2

系数 t值

(LnA)2

系数 t值

大别山片区 0.113 2.66*** 0.448 6.14*** -0.571 -4.63*** -0.118 -0.70 0.479 1.31
大兴安岭片区 0.229 3.64*** 0.463 4.25*** -0.232 -1.47 -0.133 -0.80 0.508 1.47
滇桂黔片区 0.072 2.52** 0.594 11.98*** -0.042 -0.59 0.008 0.10 0.947 3.66***

滇西片区 0.178 4.69*** 0.273 4.16*** -0.030 -0.34 -0.619 -4.11*** 0.592 1.68*

六盘山片区 -0.096 -4.91*** 0.911 23.71*** -0.044 -0.77 -0.247 -3.85*** 0.321 2.71***

罗霄山片区 0.230 4.58*** 0.263 3.15*** -0.412 -4.10*** -0.834 -4.83*** -0.552 -1.30
吕梁山片区 -0.025 -0.36 0.080 0.63 -0.399 -1.71* -0.644 -2.29** -0.062 -0.14
秦巴山片区 0.109 3.77*** 0.510 9.43*** -0.376 -3.62*** -0.334 -3.07*** 0.355 1.98**

武陵山片区 0.101 3.12*** 0.417 7.22*** -0.025 -0.25 -0.533 -4.91*** 0.985 4.25***

乌蒙山片区 0.111 3.22*** 0.532 8.61*** -0.634 -6.64*** -0.607 -4.95*** -0.136 -0.47
燕山太行山片区 0.071 1.44 0.526 6.64*** -0.047 -0.42 -0.172 -1.29 0.529 1.96*

  注:***,**,*分别对应0.01,0.05,0.1显著性水平.
模型估计结果共性与差异并存.共性主要体现在人均资源禀赋和财富指标的影响上,差异则主要体现

在技术指标的影响上.
除吕梁山片区之外,“人均碳汇资源禀赋”指标在其他的片区都显著;模型中参与计算的变量为“人均

资源禀赋”的倒数,因此指标值增加代表人均资源禀赋下降,是环境压力增加的正向因素.大部分分析结果

都符合这一假定.在NPP生产力弱的六盘山、吕梁山和燕山太行山片区,“人均碳汇资源禀赋”的系数显著

性和正负方向与假设不一致,也与其他片区存在差异;因而北方贫困地区人口、碳汇资源禀赋和环境压力

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
财富指标被认为是影响环境压力的关键性指标:其一是因为财富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

且被希望保持持续的增长;其二,相对于人口指标而言,财富指标的变化幅度和空间较大,尤其是欠发达

地区,经济赶超式发展往往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环境压力骤增.通常状况下,在较长时间的增长期内,财富

指标都被视为环境压力增加的正向因素.从结果看,除吕梁山片区的变量不显著之外,其余10个片区结果

均符合这一特征.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对环境压力影响最大的是六盘山片区,弹性值为0.911;罗

霄山片区和滇西片区的影响则较小,弹性值小于0.3,两个片区人均财富增长的环境代价明显低于平均水

平.其他片区的弹性值在0.4~0.5之间.
财富指标二次项的引入是为了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是否会带来环境压力变化的拐点.连片特困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滞后,人均财富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地区;无论是环境压力的变化还是财富的增长,都处于快速

的动态变化期,环境压力拐点的出现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从结果看,财富指标二次项显著的片区数

明显减少,仅有滇桂黔片区等6个片区的弹性值显著,并且均为正值.说明当前贫困地区的环境压力变化

与财富指标二次项的关联度较弱,贫困地区的环境压力也离拐点尚远,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环境压

力和风险将不断聚集.
技术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影响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增强,人类活

动的边界大幅度扩张,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副产品,碳排放和全球变暖问题正是具体的

表现之一;另一方面,技术效率的提升使得人类对环境影响强度趋于下降,例如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则能

减少碳排放强度.现实当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在指标选择中选择了全要

素生产率指数,代表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综合影响.结果显示,所有模型中,显著的变量弹性系数

均为负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技术指标也是唯一的逆向指标,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环境压力的缓

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两个部门的对比来看,在不同片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技术变化所产生的效果不同.有3个片

区单部门的技术变量系数显著;在大别山片区,非农部门的技术变量系数显著,而在滇西片区和武陵山片

区,农业部门的技术变化能产生明显的环境红利.有4个片区两部门的技术变量系数显著,罗霄山、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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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秦巴山和乌蒙山片区,两个部门的技术变化都对环境压力缓解产生促进作用.罗霄山片区和吕梁山片

区,农业部门的技术变化对环境压力的缓解作用要明显大于非农部门的技术变化;而秦巴山片区和乌蒙山

片区,农业技术变化的作用则相对较弱.另有3个片区两部门的技术变量系数均不显著,大兴安岭、滇桂黔

和燕山太行山片区的技术变化并不能对环境压力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
总体而言,碳汇资源因受制于自然因素,短期内变化幅度有限;人口和产业发展依然是导致贫困片区

环境压力变化的普遍因素;但两者存在差别,从系数绝对值看,财富因素对环境压力的影响较大,往往是

主要因素;而与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的人均资源禀赋尽管在各个片区普遍发挥作用,但影响偏弱.这与贫困

地区当前的发展阶段是吻合的.将生态迁移和低碳产业作为贫困地区低碳发展的两条路径是合理的.
技术因素的影响在各个片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技术弹性系数显著的片区中,技术的系数值基本都要

高于财富系数值,如果保持这一发展趋势,技术的正向效应可以弥补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逆向效应.技术变

化的影响总体而言是有利因素,但不同片区差异性较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难以跟上财富增长速率.
在持续的技术进步存在困难、难以准确判断技术进步的环境效应的情况下,优先改善技术效率更能保证低

碳发展的导向.
六盘山和吕梁山片区则属于两个特殊极端的片区,六盘山片区的财富效应占绝对优势,经济发展将导

致环境压力的骤增,而技术变化难以有效对冲这一逆向效应.而在吕梁山片区,财富效率并不显著,技术变

化能够较好地缓解环境压力,技术效应显著.

3 连片特困地区环境压力预测分析

按照我国的扶贫发展规划,至2020年将实现所有贫困县、市、区的整体脱贫,因而十分有必要对2020
年这一重要节点的环境压力进行预测,有利于根据环境压力的变化提前制定应对措施.
3.1 参数设定

对于影响环境压力预测的变量做如下假设:
GDP:2000-2010年11个连片特困地区年均增长率为11%,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基本持平.当前,

我国已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调整期,GDP平均增速放缓,将维持在6.5%~7%之间.考虑到至2020年,是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面脱贫的决胜期,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应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假

定维持当前的发展速度.
人口:2000-2010年,在11个连片特困地区,常住人口的变化率仅为4.75%,人口基数变化不大.王

露等对我国2020-2030年县域人口分布的预测结果也表明,人口增减幅变化率为0.1%~0.3%,总体格

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3].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对贫困地区未来人口迁移的具体影响不确定,假定至2020
年的常住人口变动维持目前的趋势,常住人口增加和减少的片区各占一半.

碳汇资源:2000-2010年各片区的NPP生产规模也得以提升,在单位面积NPP生产力较弱的六盘

山、吕梁山和燕山太行山片区,碳汇资源总规模有了快速增长,10年间平均增长了78.75%,远高于其

他片区3.56%的增长幅度.这一现象与上述3个片区NPP实际规模远离理论边界和增长空间巨大有关,
退耕还林等人为因素应是碳汇资源规模增加的主要原因.不同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NPP生产能力受制

于自然因素的限制,具有理论上的最大值(理论NPP规模根据 Miami模型推算,计算所需栅格气象数据

来自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因此需要验证所假设的变化趋

势的可持续性.大别山片区,2000-2010年NPP规模增长了23.57%,已达到理论规模的94.08%,假

定至2020年无明显变化.按当前增长速度,至2020年,增长最快的六盘山、吕梁山和燕山太行山片区

的NPP规模均超过了理论规模;大兴安岭片区南麓片区同样地处北方,NPP实际规模极值达到理论规

模的82.26%.以此为参考,将理论规模的80%作为上述3个片区的实际规模极值,在2010年度基础

上,六盘山和吕梁山片区还需完成67%和77%的增长,依然是所有片区中增幅最大的.其他片区 NPP
规模变动较小,维持当前的发展趋势较为合理.
3.2 预测结果

3.2.1 基于技术不变假设的环境压力和碳排放预测

根据IPAT模型进行环境压力预测.对11个连片特困地区人口,GDP和NPP的变化趋势进行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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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各片区人均碳汇资源禀赋和人均GDP的估计结果如表2.“人口—环境”子系统的状态(人口/NPP,

2010年基期值为1)改变较为轻微,滇桂黔片区等5个片区的人均碳汇资源减少,但除罗霄山片区外,均为

轻微变化;大别山片区等6个片区的状态改进,其中NPP生产规模较弱的北方4个片区均得以改善,六盘

山片区的指标值降低了37%.“人口—社会”子系统的状态则全面升高,所有片区的人均产值都翻了一番以

上,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GDP增长的贡献.
若技术水平不随之提升,“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维持在2010年的水平,碳排放的规模也随之大幅增

加,所有片区将在目前的碳排放规模基础上增排6.83亿t,平均增幅超过了190%.贫困地区的环境压力骤

增;滇桂黔片区环境压力是2010年的3.07倍,情况最为严峻;即使是情况较好的六盘山片区,压力指标也

达到了2010年的1.93倍.
表2 各片区“人口—环境—社会”系统变化及碳排放规模预测(2020年)

片 区 “人口—环境”指标 “人口—社会”指标
碳排放增量/

t

碳排放

增长/%

环境压力变化

(技术不变)/%
大别山片区 0.90 2.67 6894.99 141.53 141.53
大兴安岭片区 0.87 2.41 2039.61 142.85 108.30
滇桂黔片区 1.06 2.90 10355.14 179.78 207.13
滇西片区 1.05 2.45 3577.74 153.77 158.18
六盘山片区 0.63 3.07 4354.82 221.77 92.96
罗霄山片区 1.15 2.30 1411.75 157.19 164.19
吕梁山片区 0.55 5.40 2733.12 422.95 197.24
秦巴山片区 0.87 3.00 14362.63 184.69 161.90
武陵山片区 1.01 2.48 7405.05 136.42 151.90
乌蒙山片区 1.06 2.73 4558.06 185.25 188.08
燕山太行山片区 0.92 2.74 10663.38 176.31 152.06

3.2.2 基于不同目标的环境压力和减排规模预测

目标一:环境压力不变

若需维持2010年压力不变,需在碳排放预测值的基础上大幅度减排,绝大部分片区须完成6成以上的

减排任务,减排任务艰巨.因而在不降低经济发展增速的情况下维持2010年的生态压力,单纯依靠技术水

平的提升实现节能减排,对于贫困地区的要求过高,不符合当前贫困地区的实际状况,也不利于扶贫攻坚

任务的完成.需要在技术水平提升的合理范围内考虑减排目标,同时也不得不从实际出发放松对环境压力

不变的严格约束.
目标二:完成碳强度减排目标

按照我国2009年的承诺,至2020年单位产值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40%~45%.这一减排目标给出了

我国技术水平提升的合理范围.以此为标准计算,2020年需在原碳排放预测规模的基础上实现减排3.73
亿t,贫困地区的减排压力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环境压力平均增长了81.41%,个别片区环境压力增长

超过了1倍.显然在减排目标完成难度下降的同时,低碳发展的环境目标又面临考验.
目标三:兼顾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

环境压力、减排目标、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在确定发展目标中凸显出来.生态压力是软约束,但所产生的

影响可能是深远的.经济发展目标多年来一直是扶贫考核的硬约束指标;在新的考核标准中,GDP考核相

对弱化;但按照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经济发展依然是贫困地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减排目标代

表了技术水平的提升,对于“人口—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应逐步成为考察低碳发展和

低碳扶贫的核心目标.
因而在制定目标时,依然将减排目标设定为较2005年碳强度减少45%,并对经济目标进行必要调整,

以缓解环境压力的迅猛增长.2000-2010年,11个贫困片区的GDP年均增长率都达到或超过了9%,考虑

到环境压力和碳排放任务,将至202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下调2个百分点,仍然超过了全国6.5%~7%
的平均水平.根据以上指标测算,在降低经济增速目标的情况下,2020年环境压力增长得以缓解;在情况

最好的燕山太行山片区,环境压力开始负增长.但滇桂黔、滇西、吕梁山、乌蒙山片区的环境压力值仍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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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80%以上.吕梁山片区2000-2010年经济增长领先,经济增长率达到16.00%,将至2020年的经济增

长率调整为8%之后,吕梁山片区环境压力增速骤减,基本维持在2010年的水平,经济增速调整的环境效

应明显;滇桂黔片区和乌蒙山片区进行同样调整后,环境压力增长也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大于了GDP
增速的降幅,收效依然明显.对于滇西等片区,经济发展尚未达到8%的增长水平,没有足够的调整空间,
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经济发展压力和环境压力叠加;贫困人口迁移和特殊政策兜底对于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至

关重要,见表3.
表3 2020年各片区环境压力变化与减排比例 % 

片区
减排比例
(目标一)

环境压力变化
(目标二)

减排比例
(目标二)

环境压力变化
(目标三)

减排比例
(目标三)

大别山片区 58.60 50.63 37.64 25.21 48.16
大兴安岭片区 51.99 86.82 10.31 55.31 25.44

滇桂黔片区 67.44 124.54 26.89 87.16
(73.26) 39.06

滇西片区 61.27 114.25 17.02 78.26 30.96
六盘山片区 48.18 38.03 28.47 15.35 40.22
罗霄山片区 62.15 91.34 27.57 59.24 39.73

吕梁山片区 66.36 142.62 18.37 104.50
(0.16) 31.20

秦巴山片区 61.82 55.00 40.82 29.23 50.66
武陵山片区 60.30 72.33 31.58 43.20 43.15

乌蒙山片区 65.29 104.72 28.94 70.70
(54.94) 40.75

燕山太行山片区 60.33 15.21 54.29 -3.99 61.91
  注:括号内为8%经济增长条件的环境压力变化率.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人口—环境—社会”系统分析范式,引入碳汇资源规模和TFP变化率对IPAT和STIRPAT
模型进行调整后,采用岭回归方法对各个贫困片区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设定相关参数,利用

IPAT模型对2020年全面脱贫这一关键节点的环境压力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财富因素对环境压力的

影响较大,往往是主要因素;而人均碳汇资源禀赋尽管普遍发挥作用,但影响偏弱.技术因素发挥正向减排

作用,但存在部门差异和区域差异.同时,经济发展目标和环境压力控制目标之间存在矛盾,需在制定发展

规划时予以调和.
政策建议一: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碳源/碳汇”为指标的区域环境压力将持续

增大.技术变化的影响总体而言是有利因素,在弹性系数显著的片区中,技术因素的系数值基本都要高于

财富因素,如果保持这一发展趋势,技术的正向效应可以弥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逆向效应.保持全要素生

产率的持续增长,是抑制环境压力骤增的关键措施,能够有利支持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政策建议二:制定差别化区域发展规划,实行政策兜底.六盘山和吕梁山片区的情况较为特殊,财富因

素和技术因素的作用有别于其他片区.此外,地处我国北方的贫困片区受光、热、水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单

位面积的NPP生产能力较弱,人口规模与碳汇资源规模对环境压力的影响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分析,从而制

定差别化的区域发展规划.连片特困地区依然面临着环境压力的普遍上升,滇西等片区经济增长较慢,生

产率提升不足,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约束双重压力;贫困人口迁移和特殊政策兜底对于全面

实现小康目标至关重要.
政策建议三:设置合理发展目标.单方面追求环境目标或减排目标均不利于贫困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和经济建设,以减排目标为中心,适当调低经济发展目标,是较为可行的协调发展方案.尤其是在燕山太行

山和吕梁山等片区,能够起到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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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nalysisandPredictionofEnvironmentalStressFactors
inContinuousDestituteAreas

KONG Li1,2, XU Xin2, ZHULi-zhi1
1.InstituteofAgriculturalEconomicsandDevelopment,CAAS,Beijing100086,China;
2.ResearchCenterofAgricultural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00,China

Abstract:Tostudythechangeofenvironmentalstressintheprocessofpovertyalleviationincontinuous
destituteareas,IPATandSTIRPATmodelshavebeenadjustedtoclarifytheinfluentialfactorsandto
predictthetrendto2020.Theresultsshowthat1)wealthisthemainfactoraffectingtheenvironmental
stress;theimpactofcarbonsinkresourcesperheaddespitegenerallyisweakinseveralareas;2)TFPin-
dexesaregenerallyfavorablefactors,withregionaldifferences.Intheareaswithsignificantcoefficientsof
technologyvariables,thepositiveeffectsonenvironmentalstressofTFPchangescouldcoverthenegative
effectsofwealth,iftheyincreaseinthesamepace;3)theenvironmentalstressofdestituteareaswould
increasegenerally,excessivepursuitofenvironmentalgoaloremissionreductiontargetmightnotbegood
for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Targetingonemissionreductiongoaland
moderatinglowereconomicdevelopmentgoalwouldbeafeasiblescheme.
Keywords:continuousdestituteareas;environmentalstress;influentialfactor;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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